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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社会学发展到以伯格为代表的建构范式时期，将“知识”的范畴扩展到了日常生活现实，与游戏作为儿童日常活动的

基本形式具有内在一致性。以其“拆解”儿童游戏生活可知：游戏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事实，兼具确证性和意向性。在“游戏现

实”被建构的过程中，幼儿园的制度化生活提供了意义背景，语言则作为中介推动意义建构的具体过程。儿童游戏正被建构起

一种“双面”形象，较之成人规定的教育性游戏在时间与空间构成上产生“失衡”。因此，要求教育者辩证看待儿童与游戏之间

的关系、游戏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并组建一种生活游戏观和生活教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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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se Play Is It
—An Examination of Children’s Pla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I Meng-jie

（School of Education，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China）

Abstract: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has developed into the construction paradigm represented by Berg，which extends the scope of
“knowledge”to the reality of daily life and is intrinsically consistent with play as the basic form of children’s daily activities. It can be
seen from its“dismantling”of children’s play life that as a fact of daily life，play has both confirmation and intentionality. In the pro⁃
cess of constructing“play reality”，the institutionalized life of kindergarten provides the background of meaning，and language acts as
an intermediary to promote the specific proces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Children’s play is being constructed as a kind of“double-sid⁃
ed”image，which produces“imbalance”in temporal and spatial composition compared with educational play prescribed by adult.
Therefore，educators are required to take a dialectical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ren and play，between play and educa⁃
tion，and to develop a view of life play and life education.
Key words: children’s play；sociology of knowledg；daily life

游戏的研究史以哲学思辨为开端，赫拉克利

特将世界归于“火的自我游戏”，将时间喻为“玩

跳棋的儿童”；柏拉图将游戏与美德放在一起考

虑，认为儿童接触的正当游戏必须经由道德筛

选，符合法律精神。哲学家将游戏视作自由的化

身，但同时谨慎地意识到当游戏被“赐予”儿童

时，应以道德划归合理性的边界。近代，心理学

和实证范式的儿童游戏研究逐步成为学界“正

统”，游戏伴随着“科学”的明证进入教育场域，向

其在课程和教学中的工具价值靠拢，背后暗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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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童年、语言等因素陷入失语。荷兰人类学

家约翰·郝伊津哈在其著作《游戏的人》中，将游

戏与诸多人类社会的文化要素并行而列，指出游

戏本身对人类社会发展不可化约的独特价值，这

种价值能够实现就在于将游戏看作是“自愿”、

“自由”之物，在郝伊津哈看来，游戏是主体出于

自愿而进行的活动，这种活动是超乎外力或自然

必然性的；作为因自愿而自由的活动，游戏与受

强制因而不自由的活动相对。然而，当下游戏在

早期教育中的生存境况表明，教育者并未选择以

游戏的精神价值作为取向，许多学者无不忧虑的

指出，游戏精神正在逐渐消逝。恰如波兹曼所

憾，当代人的童年正和游戏一起，消逝于成人世

界之后。因此，将游戏由抽象的科学世界向具体

的、活生生的生活世界回归，重视游戏的“当下

性”和“存在性”，是游戏研究逐渐向“人”本身靠

拢的重要体现。而关注儿童在教育场域中的游

戏里所面对、体验和创生的文化，更是理解儿童、

游戏和教育的重要视角。

一、知识社会学视阈下的儿童游戏

（一）儿童游戏的知识属性

1966年，伯格和卢克曼合著日常《现实的社

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出版，标志着知识社会

学从社会实在论范式开始转换到以社会建构为

范式的研究时期，将传统的知识社会学中对于

“知识”的理解扩大到了日常生活的领域，不仅将

以往认为社会结构和历史情境对知识（意识形

态）单方面的影响，推进到了知识对日常社会的

建构这一步，更使得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确证性”

开始被“悬置”，由此，知识和社会二者相互建构

的关系主张得以明晰。游戏不但是儿童在幼儿

园内的基本活动，更是儿童的日常生活形式。建

构范式的知识社会学对于“知识”范畴的扩大，启

发我们对儿童的游戏世界的再认识。具体来说，

对儿童游戏的“知识性”理解体现在以下三个方

面：

其一，知识社会学为思考和分析儿童游戏提

供了一种有别于分类学的视角。谁在游戏？儿

童在游戏中的体验如何？儿童和游戏之间的关

系何以呈现如斯？游戏应该如何选择和决定？

诸多原本在游戏中的确定性，进入到知识社会学

的视阈后将产生新的思考起点。

其二，研究范式的转换。有学者认为，知识

社会学视角下的游戏研究，不仅突破了过去建立

在发展心理学基础上仅限于教学技术讨论的局

限，同时，其“微观——宏观”的研究取向，强调对

幼儿园游戏活动“意义理解的质的研究”［1］。对儿

童游戏的理解和研究如果无法突破单纯技术层

面的探讨，深入到对其“质”的理解的话，游戏背

后所隐含着的教室文化和意识形态将始终难以

明晰。

其三，知识社会学为阐释儿童的游戏生活提

供了现象学基础。伯格和卢克曼继承了舒茨现

象学社会学的理论根基，一开始就为各种常识中

的现实加上了括号。伯格认为，“对日常生活的

现象学分析，并不涉及任何因果性或发生性的假

设”［2］28。这种加括号的方式显然有助于研究者突

破惯有的成人立场下的游戏理论研究，推进对于

当下儿童游戏生存现状的揭示。

（二）儿童游戏的知识性内涵

儿童日常生活的世界同 时也是游戏的世

界。舒茨借用“生活世界”这一范畴，指谓作为人

们日常生活行为基础的文化世界。他指出，“生

活世界”是一个空间世界，包括我的身体和他人

的身体，以及他们的动作。身体则是能表达主观

经验的领域，是身心整合的客体［3］164。这一界定

奠定了后来建构范式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畴

——着眼于日常生活中充满“确证性”的“生活现

实”。伯格和卢克曼指出，“首先需要作出肯定

的，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由各种常识性的‘知

识’所构成的，‘知识’在这里是一种‘确定性’，它

确证了某些现象为真并且包含了一些具体特

征”［2］3。同时，这种理解也规定了我们日常生活

的大部分知识并不在深入且晦涩的学科领域之

内，而是处在“非理论的和前理论的日常生活中

所‘知’的‘现实’”［2］5。这些“现实”是普通人通过

常识就能感受到的，而“日常生活”则井然有序地

遵循固定模式，该模式外在于主体的理解过程和

结果，并在其之上稳定存在。这使我们能够尝试

将儿童的生活和游戏进行“叠加”，将其理解为具

有不同意义、但属于同一个主体世界的不同面

向。

首先，“游戏生活”与“日常生活”都共属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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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生活”。历史上，福禄贝尔基于游戏和活动

建立起的幼儿园教育理念，倡导以集体活动的形

式在幼儿园内进行“恩物”游戏，将幼儿园的日常

生活与游戏相结合。杜威也曾对此进行说明，他

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一书中提到，对儿童的教

育就是其生活的过程，要结合儿童的兴趣设计课

程，同时让儿童在“活动”的过程中成长。同时指

出“从儿童早期开始，就不存在完全的游戏活动

时期和完全的工作活动时期的区别”［4］206。游戏

和工作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两种基于不同侧

重点进行的、可以相互转换的活动。因为“游戏

的目的在于进行更多的同类游戏，而不是根据所

产生的的结果来界定活动的继续与否。当各种

游戏变得越来越复杂时，通过更多地关注所取得

的具体结果就可以增强游戏的意义。由此，游戏

就逐渐变成了工作。”［4］8如是，儿童的教育也就是

其生活，而教育过程则依赖于儿童的主动工作，

由此，工作与游戏之间的紧密联系就使得儿童的

生活和游戏在教育空间内产生了一种动态的、积

极的联系。福禄贝尔和杜威就儿童游戏体现出

的一致性就在于二人均认为儿童的游戏生活和

日常生活无法分离，教育则应当为儿童提供必要

的游戏机会。因此，当儿童的游戏世界和生活世

界就在幼儿园这一教育空间内产生相交，甚至在

游戏作为儿童的“基本活动形式”这一规定性上

来说时，儿童的游戏世界和生活世界就是相重合

的世界。

其次，儿童的“游戏生活”是一种具有确证性

的现实。伯格认为“日常生活”遵循某种模式稳

定运行，主体在运行过程中被赋予了外在于其运

行机制的“客体”性角色特征，因而具有确证性。

在此意义上，“日常生活”和“现实”出现了重合，

使“日常生活现实”得以成为可能。作为现代教

育的产物，幼儿园的日常生活建立在一系列常规

化的活动安排基础之上，是一种对儿童而言的

“外在”现实。幼儿园每种活动日常安排的流程

和时间几乎都是固定的。即使有所调整，原因也

“外在”于儿童，更多的是基于园所整体层面的工

作考虑。游戏作为儿童在幼儿园内的基本活动

形式也概莫能外。“常规”不仅决定了儿童游戏的

时间结构，如规定了儿童游戏的时长，频次等；同

时在内容上对儿童的游戏内容做出筛选。例如，

在有关游戏活动的安排问题上，存在一种具有

“支配性”力量的选择趋向，即游戏活动要符合幼

儿园的统一安排。园所层面的安排，通过“自上

而下”的级差所产生的权威规定着每一个年级，

甚至每一个班级和儿童的具体游戏活动。在什

么时间游戏，做什么游戏，集体参与还是选择部

分幼儿等等问题都在规定的过程中有了结果。

游戏活动之于儿童，是一种外在于其而充满确证

性的力量，成为了一种常态化的、确证的“游戏生

活现实”。

（三）儿童游戏的知识性特征

对“游戏生活现实”内在特征的理解与有关

于社会“日常生活现实”的建构过程保持一致，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游戏生活现实”是一种相对于儿童作

为生活主体而言的客观事实。伯格继承了涂尔

干对于社会现实的观念，认为尽管日常生活现实

包含诸多面向，但就其“存在”而言具有客观性，

其内涵并非指向生活现实的运行机制和内在规

律，而是在“存在于那里”（out there）这一层面上来

言说所包含的确证性。“日常生活现实是理所当

然的，它简单地存在着，并不需要额外的论证。

它就在那儿，不证自明，是一种不可抗拒的事实，

我知道它是真实的。”［2］32我们必须承认游戏作为

儿童的“生活现实”面向之一所包含的客观性。

对于任何一个在游戏中的儿童来说，游戏都是

“out there”的，尽管这其中包含诸多游戏者可以自

由发挥的空间，但其存在不容置疑，并且参与其

中的每一个儿童都能够感受到这种存在。

其二，“游戏生活现实”是由具有意向性的主

观行动所建构的。游戏承载着作为游戏主体的

动机以及体验，游戏过程就是游戏者进行意义构

建的过程。这种主体的参与和建构是伯格对于

“知识”的“社会性”所意指的最为关键的要素。

伯格认为这也恰恰说明了“日常生活”作为一种

具备确证性的“知识”被创造和发展的真实过

程。而儿童的游戏不论是其具体环境的创设，还

是游戏的选择和规则的制定，都需要主体的参与

和决策。决策者可能是成人，也可能是作为游戏

主体的儿童，但双方对于游戏的决策过程均体现

着其主观意向性，包含了主体对于游戏中诸多因

素的价值判断。

3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2年第5期

可见，“游戏生活现实”兼具“客观性”和“主

观性”的双重特质。而恰如伯格对于知识社会学

的使命的理解，核心问题是“主观意义如何成为

客观事实？”因此，需要拆解儿童游戏是如何在主

体意向性的活动中被不断赋予逐渐独立于人的

“客观性”，最终成为难以被质疑的“知识”的过

程。

二、作为知识的游戏建构机制

个体观念之所以能够在社会情境中变为具

有某种客观性的“现实”，是因为存在某种方式，

能够使得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无障碍的意义交

流。伯格认为，充当了这一角色的就是语言，其

意义背景则是基本的社会互动。如果要理解儿

童的游戏，就不能脱离幼儿园的日常生活；而要

解构游戏的意义被创造和建构的过程，则无法忽

视语言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一）日常游戏生活的制度化

制度化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儿童的游戏现实

背景。什么是制度化？建构范式的知识社会学

将其理解为一个“行动重复——惯例化——交互

类型化——制度化”的过程，但这种观念实际上

指向了对于一切制度形成的过程中“强制性”因

素的规避：似乎所有的制度形成的过程都是从个

体的习惯开始的，只是在后期的执行效果和历史

性上不断对这种惯例的正当性做出了强化。当

我们在教育范畴内去谈论这一问题时，就需要从

更广泛的视角去理解制度化的过程。对教育制

度化的批判性解读通常认为这并非宽泛意义上

所指的个人、社会团体的行为与社会规范相适应

的过程，而是一种“超强”制度化过程。因而，教

育制度化内在地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共同特征：其

一是标准化，其二是封闭性，导致正规教育“十分

狭隘”［5］。有学者指出，“当制度走向‘制度化’时，

更多体现的将是制度的负面效应，即制度化的局

限。伴随制度化而来的，则是对人的漠视，是人

的生活世界的‘异化’。”［6］相较于伯格的“自然演

化性质”的制度化观念，后者与儿童游戏的现实

语境具有更高的契合性。儿童在幼儿园的时间

被紧密地安排到各个时间段内，生活规律有序，

这被看作是现代公共学前教育中的制度化的突

出表现。郑三元认为，一旦儿童进入了幼儿园的

班级生活，就意味着他开始接受群体生活制度的

约束。儿童的生活也从此接受正式的“制度”的

熏陶，开始了制度化的进程［7］。在儿童眼中，幼儿

园的生活是“尽在掌握”的，这并不是说儿童享有

对活动的自主决定，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没有可

以决定的自由，所有的生活都是被安排好的、常

规化的，因此对于每一个时间段在哪里、做什么、

待多久，儿童都捻熟于胸。而这种意义上的“掌

握”正是当下制度化的教育被批驳的重要指征之

一：教育生活表现出封闭性，对其他实体、其他过

程的排他性，因而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从

属关系，导致了意义与自由的丧失，甚至是人自

身的技术化、匿名化［8］35。

制度化的日常生活当然难以使儿童游戏免

于外在强制。首先，这一过程为原先在个体意义

层面上的观念和行动提供了一种正当性，使得原

本带有主观意义的事物变得“客体化”。例如，在

问到有关区角活动的安排时，“乖孩子”是绝不会

对老师的安排有所违逆的。然而，默许与拥护是

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而儿童对于游戏的意义

丧失，即产生于其生活现实中诸多无声却深刻的

规约。

其次，历史性推动实现了制度化游戏生活的

正当性。伯格提出，在制度化的实现过程中，历

史性，即随着习惯在代际间的传递，它的效用和

意义“超越”了初始情境的不确定性而变得具有

外在的、强制性的真实。在儿童的游戏生活现实

中，“历史性”体现在拥有实际较上位话语权的教

师会将传统的、已有的游戏乃至制度化生活的观

念不断传递下去并逐步内化为自己的游戏观和

教育观。“新手”教师相对于在自己入职前便早已

形成的活动制度，是一个“外来者”，大部分“聪明

人”选择快速掌握、消化，而非质疑制度安排的合

理性。这是制度化形成中所需的“历史性”的一

个典型表现，因为有了“代际间”的传递，使得针

对儿童的活动安排具备了先于后来的行动者的

客观性和效力，造成一种“这样才是正确的”观

念。此时，儿童作为“制度化”的对象，正如海德

格尔笔下所述，是“被抛入”了一个预设好的世

界。而“此在”的在世就是从“被抛入”状态开始

的［9］232。儿童的游戏生活，由于遵循着制度化的

时间结构，使得其无法在这个游戏世界中发挥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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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的主体支配性，“此在”开始于进入幼儿园制

度化生活的那天，在制度的“历史性”面前，儿童

逐渐接受自身“被抛入”这一异化的游戏世界的

现实。

同时，交互类型化从游戏的整体和内部不断

强化着儿童游戏现实的诸多“确证性”。交互类型

化本身是作为惯例活动的历史性结果而出现的。

“当不同类型的行动者之间的惯例活动呈现为交

互类型化时，制度化就出现了。”［2］71因此，它从“什

么类型的人就应该做什么类型的事”这一角度上

赋予了日常生活作为“现实”的规定性。对于儿童

游戏而言，它的影响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对儿童游戏生活整体而言，教师作为

“设计者”包揽了对于游戏世界的决定权，这是

指向整个游戏生活而言的，一种宏观层面上的

“类型化”。其中的交互性体现在儿童对于教

师“指挥权”的肯定与“乖孩子”取向下对于这

一行为的反向强化。一方面，儿童在“被安排”

这一问题的服从会换来教师的肯定与赞许，进

而不断强化儿童“好好表现”的动机。另一方

面，教师的肯定还存在一种“反向强化”。这里

是说，当儿童趋于维持并加强自身对于规则的

认可和遵守时，教师则会因此对自己的工作持

一种自我肯定的态度：是“我”的安排合理，因

此才被接受和践行。这是一种典型的，教师主

观的对于自我行动的强化，但却是由于儿童在

制度中表现出的认可态度所带来的。教师惯

于表现出对活动安排的自信，并相信儿童认

可、喜欢这样的安排。至于在游戏中表现出的

“累”，则是一种正常的生理上的现象，并非是

由于情感态度所致的低迷。

其二，在儿童游戏生活的内部，根据儿童的

性别、年龄、体能等不同依据，区分了不同的儿童

“应该”做怎样的游戏。在这一点上最为明显的

就是有关游戏类型的“性别差异”。儿童的性别

定型化过程是一个在复杂的社会因素影响下逐

渐形成的过程，如前期的家庭成员的观念和教育

方式、同伴在社会交往活动中“潜移默化”的影

响、媒体传播的有关性别差异的内容等。但是，

就学龄前阶段的儿童而言，促成其性别知识形

成、强化的最主要的来源则是教师。已有研究指

出幼儿园中的游戏存在十分明显的性别差异，而

这些差异既与儿童入园前在家庭中所受的教育

有关，更与活动中教师的控制有关［10］。一个不争

的事实是，教师在性别观念上存在着个体差异。

这种个体化的性别观念并不会“止步于”自身的

认识，而是落在和儿童相处的现实层面。例如，

“饰品区”的游戏以女生居多，而男生则集中在绘

画区和较为“硬性”的建构类游戏区。这实际上

暗含着该教师对于儿童游戏以及性别的“类型

化”观念：女生或男生就“应该”玩何种类型的游

戏。这一时期的儿童会不断强化教师的观念，内

化为自己的性别认识。这种“类型化”还会伴随

时间体现出“交互性”。当教师习惯于将儿童按

照性别区分为不同类型的游戏者时，儿童会习惯

性地去猜测教师的分配意图，并逐渐接受这种游

戏中的性别差异。因此，即便教师在日后在游戏

中“放权”，儿童依旧会按照教师的传统分法进入

游戏中。

可见，交互类型化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就

是行动的“可预测性”。伯格认为，由于互动的情

境被不断类型化，相似情境下的行动被预测的可

能性也随之提高。这大大释放了交往双方原有

的紧张感，不仅是在实际消耗的时间和精力上有

所节省，对于个人的心理成本来说亦是如此。教

师在各种类型化的游戏安排中建立起儿童对于

日常生活和游戏的认识，逐渐内化为自己关于游

戏的“知识”，无疑帮助教师在游戏的常规建立中

省去了大量的时间成本。教师原本被琐碎而繁

杂的保育任务包围的日常生活急需这样的“解

放”。儿童游戏从时间结构到游戏内部都被包裹

在一个封闭的制度化空间内，甚至无需教师的参

与，儿童已经“惯于”被裹挟其中。

（二）游戏中的语言：教师权力与游戏自由

语言在儿童游戏生活走向“确证”的过程中

扮演着“实践工具”的角色。这不单是由于其

在社会互动中所支撑的中介效果所致，更由于

游戏中的师幼互动话语承载着教师的权力意

志而出现。建构主义观点一般认为，主体的行

动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持续的建构意义的过

程。“社会通过个人活动持续生产社会现实；个

人的主观意义和对社会的解读通过语言或其

他符号载体外在地表现出来。”［11］因此，不论儿

童在游戏中是否占有主导性地位，都在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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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间断的社会互动。而意义建构不仅指向建

构者自身的世界，也指向他周围其他人的世

界。然而，话语和权力的紧密结合，使得游戏

过程中的意义建构主导权出现了“失衡”，恰如

福柯所指明的，“权力和知识既不是同一个东

西，也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而是同一过程的

两个方面。”［12］146反之，我们也可以从对游戏语

言的分析中去感知到其中的主体在权力意志

上存在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涉及到与身体有

关的体育游戏时则表现得尤为明显。幼儿常

处于被“教”和“调整”的位置。环节的完善和

教师对于“标准”的强调，更像是在“教”儿童如

何“正确”地游戏。游戏中对话一直在持续，但

是生成意义的主体却并非儿童。秉持“动作标

准”的指导原则，教师通过语言指导来“纠正”

儿童的“错误动作”。教师的权威淋漓尽致地

体现在儿童对游戏规则的调适中。“动作再稍

微快一点”“对，身体要左右扭动。”“屁股下去，

再下去一点。”“趴下去！脚！注意自己的脚！”

等类似指令多次出现在笔者对某次体育游戏

的观察中，这背后更深层次、隐含其中的价值

判断则是——儿童作为游戏者的体验性与教育

性相较，到底哪个更重要？

此外，通过语言传递的意义和建构的游戏

“现实”具有转移和保存的效果。米德认为，个人

之所以会产生对于自我及对社会的概念，是由于

社会互动的结果，而事物所具有的意义也是在各

种社会活动过程中萌生出来的。在这之中，语言

最重要的特质不是传递信息，而是行动。例如，

“小嘴巴！”常作为教师用于停止儿童嬉闹的指令

出现，原本不属于这三个字的强制性和禁止性，

在双方的沟通历史中逐渐被附加。成人在游戏

中通过语言传递的信息是暂时的，会留存下来、

真正产生影响的则是，在这一过程中构建的儿童

对于游戏的“标准化”观念。

三、在“抛入”与建构之间：儿童的游戏现实

（一）游戏的双面角色

儿童的“游戏生活现实”是一个不断发展的

动态建构过程。建构的背景和前提是早期教育

中作为教育者的成人和“被”教育者的儿童分别

所处的位置，以及由此带来的充满差异性的身份

特征。北本正章在《儿童观的社会史》一书中谈

到，由于在“识字能力”和“理性”上存在的成人和

儿童之间的“级差”，使得成人享有了对于儿童教

育的权威性，因而教育逐渐作为弥补级差的工具

而存在［13］17。一个在平时的教育教学活动中习惯

于将主动权把控在己方的教师，如何能在游戏时

突然站在已有教育观念的对立面，将自由还给儿

童？在以此种级差作为前提的教育观念下引入

游戏，自然难以奢求对游戏的改造能够跳出原有

教育观念的桎梏。

因而，儿童的游戏生活现实充满了来自成人

规定下的“确证性”。尤其是教师在理念层面对

于儿童游戏的具有“应然”意味的定义上，如游戏

“应该”服从于具体领域的发展性目的而开展，哪

些儿童“应该”做哪些类型的游戏，以及游戏怎么

玩才算“对”等等。这些植根于教师的理念伴随

着其作为“成人”和“教育者”的双重权威身份，对

儿童的游戏活动产生实在的影响。双方对于游

戏的观点不断流入对方的认知体系中，差异不断

走向趋同，但显然，来自教师这方的游戏观念对

儿童的影响占据着主导。

游戏似乎早已在早期教育的场域中出现了

一种“二分”的身份：“正向”的游戏，是有计划、有

目的、由教师组织安排的游戏，儿童通过此类游

戏可以实现一定的发展性目标；“负向”的游戏，

则是在教师监管范围之外的，在教师“不注意”的

时候，由儿童自发进行的、属于“自己”的游戏。

做游戏的始终都是儿童，主体未变，但游戏却成

为了一个“双面”角色。在此对游戏异化持一种

理解，即游戏与儿童二者之间建立起的关系，从

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缺乏关系的关系”，是一种

“有缺陷的关系”［14］。这种缺陷的本质是主体的

非自由、对游戏本真状态的违背，因而，儿童不能

掌握自己与游戏之间的关系，在游戏活动中表现

出迷茫、无所适从以及对教师制定的游戏规则的

不理解。而游戏在幼儿园中的“二分”，无疑加剧

了这种关系的缺陷程度。儿童无法对教师设计

和指导下的游戏实现掌握，如同被“抛入”一个精

巧计算的游戏世界，不论是环境还是材料，相较

于儿童都是一种“先在”的现实。因此，儿童能做

的就是去“适应”这个世界，而不是自发、自主地

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游戏世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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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儿童与教师，在关于如何游戏这个问

题上产生了一种静默的张力。一方怀揣教育

的“苦心”，想要为儿童建立一个完美的游戏世

界，希望儿童能在其中享受到游戏的过程和学

习的结果，而另一方则由于身处“级差”下位，

难以做出抗争式的回应，正如罗萨在社会加速

批 判 理 论 中 所 述 ，“ 自 愿 地 做 着 不 情 愿 的

事”［15］，而儿童“自己”的游戏则只能被安放在

生活的边角之处。

（二）失衡的游戏时间

两种类型的儿童游戏在具体的游戏生活构

成比例上的不均衡体现在许多方面，首当其冲的

就是在时间占比上的差异：由教师主导的，教育

性目的的游戏居多；从儿童出发的，自主展开的，

以享乐性为主的游戏的时间较少。只要“游戏时

间”到了，活动就“应该”停下来，不论作为游戏主

体的儿童是否有继续游戏的意愿。而儿童是否

想某段时间做游戏也被规定，似乎是某个时间就

“应该”在这个地点。

同时，儿童自发游戏的时间被不断压缩。在

儿童“自己”的游戏中，当教师以“入侵者”的身份

对儿童游戏进行干扰和裁决时，儿童“自己”的游

戏就难以拥有“正当”的实施时间，没有一个完整

的、空白的时段是可以留给这种“无意义”的活动

的。教师出于对秩序的维护而发出的制止在不

同立场上具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意义：对教师而

言，这是在帮助儿童建立常规和秩序意识，是作

为教育者发出的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的教育

要求；而对于儿童来说，制止更多地指向游戏行

为背后——成人权威不可动摇。

儿童自主游戏的时间压缩产生了双重的效

应。教师通过良好的收效不断强化自我对于

此类行为的态度，而儿童则由于处在“受教育

者”的位置，为了当一个“乖孩子”，主动压缩这

类游戏的机会和时间。然而，“以儿童社会化

为目的、以成人的禁欲与权威主义价值观的单

向投射和接近于冷漠的理性安排，对儿童来

说，只是‘侵入性’的干涉而已。”［13］35何况，儿童

的游戏观念和游戏现实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

的终极事物，而是处在自我和他人不断构建的

动态变化之中，教师“侵入性”的干扰所产生的

的效果，也绝不仅仅是在儿童游戏被制止的当

下，它的效果会保留、转移到儿童的头脑中，

“形塑”未来的游戏。

（三）隐秘的游戏空间

教师的权力制约、影响着儿童游戏，尤其是

儿童自发游戏的生存空间，在话语背后隐匿着

儿童被成人的权力消解的游戏自由。传统知

识观认为，权力与知识是彼此外在的，知识独

立于权力运作之外获得地位。然而，尼采指

出，权力意志是追求知识解释的原动力，知识

是权力的工具。福柯进一步否定了知识的“客

观性”和“纯洁性”，认为如果没有相关联的知

识领域的建立，就没有权力关系，而任何知识

都同时预设和构成了权力关系［16］。同样，在儿

童构建有关游戏的认识时，这种权威支配下的

强力意志对儿童游戏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时间

结构的失衡上，也体现在自主游戏中儿童与教

师在权力场域的空间特征中。

布迪厄认为，场域既是惯习养成和延展的地

方，也是主体的实践感得以体验的场所。由于每

个社会行动者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是一定的，占

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对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影响

是客观的，因而，场域中存在的关系是一种客观

关系［17］25。同样，在早期教育场域中，由于教师和

儿童对应着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位置，对于该场

域产生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而在场域中决定

行动者位置差别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

不同类型的权力分配结构中行动者的实际位置

和潜在处境;二是这些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

如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

等［17］26。如儿童会循着教师的态度和语言随时对

游戏活动进行调整，体现出很强的支配关系的特

点。此外，教师和儿童所处的空间结构上的差异

也会造成不同的游戏情境，尤其是在儿童自主、

自发的游戏活动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更靠近教

师的空间位置上，儿童难以开展自由的游戏活

动，但有更好的纪律环境；而在远离教师的空间

位置上，儿童可以在教师“不注意”的时候，自由

地进行各种各样的游戏活动。

尽管教师和儿童双方均会对场域内部的空

间结构和游戏内容产生影响，但由于教师在知

识上所具有的天然“级差”，使得儿童在就游戏

权力的博弈过程中并不占据优势。此外，场域

7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2年第5期

内关系所具有的争斗性体现在，儿童想要抓紧

一切机会开展“自己”的游戏，而教师将这种儿

童自发的游戏视为对于秩序的破坏行为，因此

为了日常生活中的秩序对“失控”情况力避。

在教师的眼中，看到的并不是儿童的游戏行

为，而是儿童对于秩序的破坏。最后，在不同

的情境下，由于教师的具体行为和权力强度有

所区分，因此产生的空间上的区域划分也各有

所不同。依据布迪厄的观点，权力场域的边界

存在模糊性。因此，很难说明究竟以何位置为

分界线，导致室内出现了“游戏区”和“安静区”

的划分，但这一界限的确是存在的。

如上所述，不同类型的游戏在幼儿园内有着

截然不同的空间特征。教师主导的游戏空间是

“开放”的，老师允许的一切地方都可以游戏。而

儿童“自己”的游戏，则被关进了一个“封闭”的灰

色地带，教师认为其“无意义”，儿童也觉得这种

游戏是老师不喜欢的。在两种不同的游戏之上，

有一双“看不见的手”，那就是教师的权力。话语

则构成了教育实践的基础部分，也是教育场域中

权力扩张体现得最明显，但也最难识别的地

方［18］。因此，在日常语言的遮盖下，儿童很难去

质疑这种权力的范围和边界，或是质疑话语背后

观念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然而，当我们回过头，将游戏的意义置于其

最初的享乐性和精神性上，回归到福禄贝尔所指

的“心灵”和郝伊津哈所说的游戏的本质特征

“fun”［19］57时，就会发现，前文所给予的空间特征在

这一层面上，与现实和物质相对，出现了一种“倒

置”。从游戏的精神享受和心灵体验来说，教师

主导的游戏走向了封闭，而儿童自己的游戏，却

享有广阔的心灵世界的开放性和最纯粹的自

由。这一点，正是许多学者在认识教育的现代性

时反复指征的，由制度化的教育生活带来的教育

的“封闭性”［20］之殇。

四、结语

我们当然不能认为当下幼儿园的所有游戏

都已“异化”。游戏在教育场域中的规定性使

得自身区别于其他情境中的“自然游戏”。如

果单单为了强调儿童的游戏体验和纯粹的享

乐性，就将所有的教学游戏都视作“洪水猛

兽”，显然缺乏客观。对游戏教育性的扩张加

以变革的核心，是对于“教育”的重新审视。当

教师时常基于一种标准化的教育立场，对儿童

的游戏做出判断时，教育性与享乐性便存在失

衡的危险。仅用量表和对错来评价儿童的游

戏和发展，就会导致一种“线性”的游戏观和教

育观。布鲁斯建立的基于“混沌”理论的游戏

观认为，过程和产品之间的关系都是非线性

的、未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会涌现许多新意

义。故在游戏情境中，教师的一切站在成人立

场上的价值解读均存在着内在的混乱。用“线

性”的观念去解释和规划儿童的游戏与教育，

甚至直接地、武断地指向功利性目的，无疑是

用一条既定的、静态的、由成人设计的路来阻

断其他可能性。在异化的游戏现实中，儿童被

置于成人的安排下，知识上的权威“级差”始终

在淹没他们的声音；游戏被置于发展性目标之

下，因此才有了对游戏做得“好不好”、“对不

对”的判断。儿童作为游戏者的真实体验被看

见的太少也太轻，成人则往往用“科学”的、“标

准”的教养观念来遮掩对于此种漠视的不安。

文化性的、情境性的生活教育观将儿童的

教育和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正契合了陈鹤

琴先生和陶行知先生对于儿童教育生活的理

念。当我们把游戏视为儿童的生活方式时，即

可尝试构建一种生活化的、自由的、由儿童掌握

的非线性的游戏观念。游戏有没有目的？对于

每一个游戏者来说，当然是有的，但是这个目的

不应该是由外在于游戏的成人作为决策者赋予

的目的。故而，应提倡回到教育性的眼光，来探

讨新的游戏观念的建构。教育生活的实现需要

依托生活化的游戏，而只有生活化的游戏才能

体现教育生活的内在本质。这要求组建一种生

活游戏观和生活教育观。“生活”本身是指向文

化的，故而，儿童的学习和发展应该扎根于文化

当中，尤其应注意与儿童文化的适应。游戏应

当是儿童与他人一起进行的复杂的体验活动，

是支持儿童进行意义建构的载体。而自主性

的、扎根于文化的“发展”，相较于标准化的量化

的发展而言，意义更加广泛、动态，涉及到更深

层次的儿童积极品质的形成，并指向更完整的

“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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